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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影响智力行动者作出回流决策的动力来源和动力方向是多样性的, 包括来

自东道国的粘力和斥力、 母国的拉力和推力, 以及第三国的吸力; 而且作用机制也

是多元化的, 既有经济驱动力 (包括工资水平、 就业机会、 经济前景、 购买力

等), 也涉及制度、 网络、 文化、 生命周期等驱动力。 作为理性行动者, 智力迁移

者们的回流决定主要是因为他们明确感受到来自母国的拉力 (PS-PR), 或者来自

母国的拉力明显强于来自东道国的粘力 (PS>PL)。 同时文章认为, 智力行动的最

终回流决策事实上并不都是经济理性行动, 还涉及制度强制驱动型、 政策诱导型、
移民网络驱动型、 文化价值驱动型等社会理性行动。 最后, 基于中国留学生回流历

史, 分析不同发展阶段智力回流的主要动机和行动类型。 研究发现, 在长达 170 余

年的中国海归史中, 海归们的回流动机表现出多元化特征, 并且在不同发展阶段呈

现出不同的行动类型, 具有明显的政治性、 社会性和复合性, 其中在限制性流动阶

段, 海归回流是以制度强制驱动型为主; 在自由性流动阶段, 海归回流动力来源表

现更为多元, 包括经济驱动型、 政策诱导型甚至爱国情感驱动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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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智力流动已经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际迁移领域最为关注的社会议题之一。 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 智力行动者都遵循着从发展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发展较先进的发达国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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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即 “智力外流”, 这不利于很多落后国家的发展。 作为智力的主要输出国之一, 中国长

期以来深受其苦, 因此, 社会各界对如何吸引海外智力回流显得尤为关切。 中国智力输出的

最主要方式是学生选择到海外发达国家学习, 学成后选择留在东道国。 一项来自荷兰的移民

研究显示, 中国留学生的永久居留概率是全球最高的[1] 。
21 世纪以来, 智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模式逐渐得以转变, 很多流向发达国家的人才

开始向母国回流 (即智力回流), 并出现智力环流、 智力对流等多种形态[2-4] , 回流地多以

中国、 印度、 巴西、 韩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主。 2010 年 6 月, 中国发布了 《国家中长期人才

发展规划 (2010—2020 年) 》, 并启动了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旨在吸引海外优秀

人才回国服务。 在此带动下, 中国海外智力回流率屡创新高。 据教育部网站公布, 2019 年

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为 70. 35 万人, 回国人数 58. 03 万。 1978—2019 年, 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

员累计达 656. 06 万, 其中 490. 44 万人完成学业, 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的人数为 423. 17 万,
总回国率达到 86. 28%①。 从数量上来看, 中国已经基本遏制住智力外流。 但有研究表明,
中国并未成功吸引海外一流华裔人才回流[5-6] , 智力回流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规模空前的智力回流浪潮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其中讨论最多的是中国海

外智力回流的动因。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很好地总结, 认为目前研究中国海外智力回流主要有

三种视角: 第一种是单纯从中国或国内某地因素考虑, 运用双变量或多变量方法分析海外智

力回流的主要因素, 其中包括经济因素、 科技因素、 社会环境、 人才激励政策等; 第二种是

考察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国智力产生的推力, 包括金融危机导致东道国经济状况变差、
失业率增加、 社会动荡等因素; 第三种是分析海外智力回流意愿, 认为海外智力的个体特

征、 家国情结、 与国内联系、 家庭原因、 留学特征等都会影响其回流意愿[7] 。 可见, 海外

智力回流动因是非常复杂的, 既有个体性因素, 又有结构性因素。 因此, 从理论上弄清楚海

外智力为什么会选择回流, 有哪些动力因素驱动着智力回流 (即 “回流动因” ) 成为国内

外学界共同的愿望, 这对中国吸引更多一流人才具有重要理论与政策意义。

二、 作为行动者的智力回流复合动力模型

在国际学界海外智力回流是近二十年国际迁移研究的新领域, 这些研究大多依附于劳动

力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框架进行。 其中贡献最大的是解释智力回流的动因[8] 。 研

究表明, 驱动智力回流的动力因素有很多种, 既有经济的, 又有政治的, 还有移民网络方面

的, 等等。 但正如玛茜 ( Massey) 等所说, 由于受到学科界限分割, 现有的理论多是孤立

发展起来的, 无法全面了解智力回流的复合动力[9] 。 因此, 需要有一种理论框架进行整合,
目前而言最好用而且最流行的依然是推—拉模型。

经典推—拉模型的奠基人是现代移民思想的开创者列文斯坦 (Ravenstein), 他强调劳动

力外迁主要是由劳动力来源地的推力因素和目的地的拉力因素共同决定的[10] 。 李 (Lee) 研

究认为, 劳动力迁移的来源地和目的地都表现有推力和拉力因素, 而且迁移行动还受中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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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因素影响, 包括距离、 迁移成本、 法律等, 由此形成完整的推—拉迁移模型[11] 。 由于此

模型侧重于解释迁移行为, 因此在他的模型中, 认为在劳动力来源地表现为推力, 即驱动劳

动力迁移的负元素超过吸引劳动力滞留的正元素, 在劳动力目的地表现为拉力, 即吸引劳动

力迁移的正元素超过排斥劳动力迁移的负元素, 但对劳动力不迁移行为缺少解释[8,12] 。 事实

上, 推拉因素在智力回流决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为他们会同时感受来自母国和东道国的

推力和拉力。 由于智力流动的跨地域性和全球化, 很多人才也会感受来自第三国的吸力。

图 1　 智力回流理性决策中的复合动力模型

为了便于区别, 本文借用王宁使用的

粘力和斥力概念[12] , 把海外人才在东道国

感受到的力分为粘力和斥力, 其中粘力

(PL) 是指东道国吸引人才留下来的力量,
斥力 (PR) 是东道国排斥人才留下来的力

量; 把人才感受到来自母国的力分为推力

和拉力, 其中拉力 (PS) 是指吸引人才回

流的各种力量, 推力 (PF) 是指促使人才

滞留东道国的各种力量; 吸力 (PA) 是指人才感受到的来自第三国的各种力量总和 (如图

1 所示)。
在图 1 所示的东道国和母国所表现出的力量对比中, 形成了以下四种情况。
第Ⅰ种动力类型表现为智力行动者在东道国明显感受到斥力的同时, 也感受到来自母国

的拉力, 总体动力表现为母国拉力 (PS), 其理性决策是回归母国。
第Ⅱ种动力类型相对复杂, 智力行动者同时感受到来自东道国的粘力和来自母国的拉

力, 作为决策者, 需要仔细权衡两种力量的大小, 随之的行动决策也相对复杂。 其中当 PS>
PL 时, 即母国的拉力强于东道国的粘力, 行动者会选择回归母国发展; 当 PL>PS 时, 即东

道国所表现出的粘力强于来自母国的拉力, 行动者会选择暂时滞留东道国发展; 当 PS = PL
时, 即智力行动者感受到的两种力量无明显强弱, 此时很多行动者会成为观望者, 他们要么

选择暂时停留东道国, 要么回归母国, 更多会选择到吸力强大的第三国发展。
第Ⅲ种动力类型表现为智力行动者感受到来自东道国粘力的同时, 也感受到来自母国的

推力, 总体动力表现为东道国粘力 (PL), 其理性决策是滞留东道国。
第Ⅳ种动力表现也相对复杂, 智力行动者既感受到来自东道国的斥力, 也感受到来自母

国的推力。 这是海外智力行动者最不愿意碰到的情况, 也是最难以决策的状况, 很多人才甚

至会显得无所适从, 因为他们此时就像流浪儿无处接纳。 作为理性决策者, 他们会积极寻求

第三条出路, 寻求具有明显吸力 (PA) 的第三国发展。 如果他们寻找不到任何具有明显拉

力的国家, 他们会最终选择回归母国, 因为这里是 “生于斯, 长于斯” 的地方。
虽然经典推—拉模型广为流行, 是目前解释劳动力迁移中最好用的理论模型, 但是这并

不表明这一模型没有受到批评。 其中批评最多的是, 经典推—拉模型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外

在力量上, 而忽略了家庭因素、 家庭背景、 观念和动机等内部因素[13-15] 。 同时这一模型在

解释劳动力迁移时把他们作为深受社会结构驱动的被动决策者, 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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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 每一位智力回流者的最终回流决策都是在现有社会结构影响下主动选择的结果。 这些

回流行动, 并不是每一个都是理性的、 合理的, 也有非理性的行动, 它们或者受到情感冲

击, 或者受到传统习惯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所有智力回流都当成理性计算后的行为, 这无疑

是犯了一种先验主义的错误。 事实上, 由于人类行为动机的复杂性, 同样的社会行动可能受

到多种驱动因素的影响。

三、 复合动力模型下海外智力回流行动类型

在社会行动理论中, 韦伯 (Weber) 使用了 “理想类型” 来区分出四种行动类型: ①目

的合理性行动, 是行动者通过对周围环境进行客观理性计算后所采取的行为, 其目的在于达

到本人所追求的结果; ②价值合理性行动, 是行动者通过坚信某种特定行为———伦理的、 审

美的、 宗教的或其他任何形式———自身价值所决定的行为; ③情感性行动, 是通过当下的情

感或感觉状态所决定的行为; ④习惯性行动, 是通过根深蒂固的习惯所决定的传统行动[16] 。
基于此, 本文把智力回流行动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经济驱动型智力回流行动

经济驱动是解释人类迁移动机中使用最早、 贡献最大、 理论分支最多, 也是最为成熟的

研究视角, 其中涉及新古典经济迁移理论、 新移民经济学派、 结构主义理论等。 列文斯坦早

就指出, 经济动机是人们迁移行为的首要因素[10] 。 在新古典迁移理论中, 人们的迁移目的

是为了追求个人收益的最大化, 在传统二元劳动力结构下, 人口迁移都是从劳动力充裕、 工

资低的国家或地区流向劳动力稀缺的工资高的国家或地区[17-18] 。 人力资本理论也提出, 个

人通过投资于教育、 工作经验和培训来发展新的技能、 知识和能力。 为了实现教育投资的回

报, 外国毕业生要么回国, 要么留在国外获得高水平的工作和薪水[19] 。
随着智力来源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作机会的增多, 很多人才选择回流是为了利用在发达国家

所学的经验或技术在母国获得更高的预期收益或回报[20] 。 很多中国海归在回忆回国的动机时

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职业和经济机会, 而且中国海归的起薪要高于北美以及本土

人才[21-22] 。 即使工资相当, 但是在中国却拥有较高购买力[23] 。 新移民迁移学派认为, 移民迁

移决策是家庭成员共同决定的, 是家庭寻求效益最大化的结果, 而人才之所以回流, 在很大程

度上是受到母国家庭成员的影响[24] 。 结构主义理论则认为, 智力回流是产业结构转移的结果,
当一些高科技产业从发达国家转向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时, 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才就会

呈现明显的回流趋势, 最明显的是印度以及中国台湾、 中关村以及张江等地[25-26] 。
2. 制度驱动型智力回流行动

在移民研究中, 制度驱动力被长期排斥在移民迁移机制之外, 这与一个充斥着严重限制

移民流动的壁垒世界越来越不协调。 之所以如此, 除了固有的经济决定论外, 它们还存在着

西方国家面临的 “自由悖论”, 即认为移民政策具有固有的自由化倾向[27] 。 实际上, 一般

的限制性准入政策确实降低了流动性并组织了潜在移民, 尽管这一比例无法确定[8] 。 有研

究表明, 自 1945 年以来, 尽管国际移民政策总体趋向自由化, 但仍有 36%的国家引入限制

性移民政策, 其中限制主要针对无证移民、 潜在的寻求庇护者和低技能移民的家庭成员,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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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技能工人、 留学生则变得更加自由[28] 。 这些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需要政府强制实

施。 在现代智力回流中, 国家出台的诱导型政策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 有研究表明, 中国海

归会经常评估政府政策, 而且这些海归政策通常对国外工作时间较长的效用更大[22,29] 。 韩

国政府在智力回流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30] 。 根据一份中国海归的研究可以发现, 诸如政府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等都是阻碍或吸引中国智力回流的重要因素[31] 。
3. 移民网络驱动型智力回流行动

移民网络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资本理论, 认为社会网络是移民迁移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为

移民网络不仅能够诱发移民的迁移动机、 增加移民预期收益的同时还降低迁移的成本和风

险, 而且是迁移能够持续的重要机制[32] 。 在智力回流研究中, 影响他们回流的社会网络主

要有两类: 一类是智力迁移人员在母国的家人或朋友, 另一类是先期回国的智力迁移人员,
他们对后面智力迁移者具有示范效应。 多项研究都表明, 中国海归回国很注重与中国家人和

朋友的亲密关系, 而他们的意见对海归们的回国决策非常重要[22] 。 其中, 智力迁移人员与

家人、 朋友们的关系越紧密, 他们回流的可能性就越高[24] 。
4. 文化价值驱动型智力回流行动

文化驱动强调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力量, 认为那些具有强烈民族文化特征的人更有可能回

国为国家服务[33] 。 一项对新西兰海归的研究发现, 他们回国的动机不仅有经济和工作因素,
还具有文化因素, 因为回国能够为自己提供一个更为舒适的和舒心的语言文化环境[34] 。 很

多在美国的留学生也是被舒适的文化环境吸引回中国的[35] 。 在民族认同上, 那些具有强烈

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 对政府政策具有较强认同度的智力迁移人员更愿意选择回国发

展, 即使牺牲收入也愿意回国, 因为他们将自己归类为一个不属于或永远不属于东道国的独

立文化群体[23,35] 。 但更多意义上是因为他们没有被西方国家所同化, 包括语言和交流的困

难, 以及随之而来的疏远感、 文化差异, 使得他们无法真正进入东道国的圈子等[36] 。
5. 生命周期驱动型智力回流行动

生命周期是指一个人所经历的生活阶段与生活模式, 包括出生、 成长、 受教育、 工作、
购房、 结婚等过程, 这些过程往往与人口迁移紧密相关[37] 。 在智力回流研究中, 生命周期

理论就是关注微观个体的婚姻、 家庭、 年龄等生命历程中各种因素对他们最终回流决策的影

响。 有研究表明, 由于年龄较大的迁移者在迁移过程中心理成本更大、 乡土情结更为浓厚,
因此拥有更高的概率回归本土[38] 。 有孩子的智力迁移人员认为加拿大、 美国拥有更好的教

育条件, 孩子在国外能够拥有更好的教育机会, 因此会选择留在东道国发展; 如果国内拥有

好的工作机会, 也会选择夫妻一方和子女留在东道国, 另一方回归母国发展[22,39] 。 来自荷

兰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荷兰的婚姻驱动着所有毕业生倾向于留下来[40] 。

四、 海外智力回流复合动力模型的中国检视: 以留学生回流为例

迄今为止, 中国海外智力回流历史已有 170 余年。 根据对各类史料的整理分析可以发

现, 在不同时期海外智力回流的驱动力和行动类型都各不相同, 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 社会

性和复合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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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中国成立前智力回流: 1849—1949 年

据史学家考证, 中国最早海外智力归国时间应是 1849 年, 即容闳、 黄胜、 黄宽三人于

1847 年 1 月随传教士布朗 (Brown) 去美国学习, 两年后黄胜因病回国[41-43] 。 拥有近代中

国留学创始者之称的容闳进入耶鲁大学学成后于 1854 年 11 月归国。 黄宽则是在美国毕业后

又去英格兰爱丁堡大学学医并于 1857 年学成归国。 这三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留学归

国人员。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海外智力归国形成了大小数次的归国浪

潮 (见图 2), 其中最为典型的有以下三次。

图 2　 新中国成立之前海外留学归国状况

　 　 数据来源: 马祖圣.  

历年出国 / 回国科技人员纵览 (1840—1949).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07[44] ; 周棉. 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43] ; 舒新城. 近代中国留学史. 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14[41] ; 王奇生. 中

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2[42] , 等等。

(1) 制度强制驱动型回流: 1881 年浪潮。 这是中国历史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归国潮,
时间在 1881 年, 归国人数约为 110 人。 发生此次归国浪潮的根本原因在于母国清廷政府顽

固派势力的强力推动, 他们认为: 一是留美幼童花销太大, 一个幼童每年的教育花销是一万

两白银, 清政府无力承担; 二是留美幼童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 “适异忘本”、 “离经叛道”,
如出现剪辫、 改穿西装、 做礼拜、 不行跪拜等行为; 三是留美幼童学成时间太长, 与清政府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的思想不符[42] 。 此外, 由于 1873 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 很多州都

发生了排华暴动、 限制华工入境, 并于 1882 年出台 《限制华工条例》, 在美中国留学生感

受到东道国的排斥, 伤害了尊严和感情,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他们回国。
(2) 爱国情绪驱动型回流: 1937 年浪潮。 1881—1937 年, 海外留学生掀起了大大小小

数次归国浪潮, 并且每次浪潮都与中国政治历史事件有关, 如 1911 年的辛亥革命、 1915 年

的护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1924 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7 年 “八一” 南昌起义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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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国民政府成立等。 由于留学生强烈的爱国意识, 在国家民族危亡时刻开始行动起来, 最后

激变为集体归国运动。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1937 年 7 月 7 日, 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 这直接推动了海外留学生大批回国。 据统计,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 中国海外

留学生约有 1 万人, 其中留日的 5000—6000 人、 留欧美的 4000 人左右, 抗战爆发后有将近

8000 名留学生归国参加抗日战争, 直接促成近代中国留学史上规模最大、 场景最壮观的回

国浪潮[43] 。 1937 年归国最多的是日本留学生, 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是中国留学生人数最

多、 最集中、 距离最近的留学地, 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留学生政治参与意识最强。 孙中山在

1919 年 11 月接见留法学生时曾说: “大多数都不知道过问政治。 比较起来, 还是留日、 留

法学生好一点。 ……最不行的是留英学生[45] 。” 梁启超在对比留日和留美学生爱国热情时,
认为前者是 “读书不忘爱国”, 后者是 “爱国不忘读书” [46] 。 总之, 这次浪潮是留学生自主

掀起的, 是在留学生强烈爱国热情驱使下发动的海外智力回流潮。
(3) 多重动力驱动型回流: 1947 年浪潮。 抗战后期, 民国政府向国外派出留学生人数

与回国人数均达到高峰, 其中 1947 年是此次回国浪潮的峰值。 据统计, 仅 1947 年回国的科

技人员就达到了 649 人, 实际上归国人员总体规模应该是上千人。 因为据留日学生回国甄选

通报, 截止到 1948 年 2 月, 先后有 1594 名留日学生前往教育部登记, 其中提交证书、 报

告、 自传等手续者达 543 人[43] 。 这一时期回国学生成分复杂, 包括抗战期间不能回归在欧

美 “忍耐而等待” 的爱国守望者、 不愿意回归滞留日本的民族意识淡薄者, 还有抗战后期

出国留学人员。 因此, 回国动机也趋于多元化, 主要动机有: 一是爱国驱动型, 抗日战争胜

利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大批海外留学人员的爱国热情, 纷纷主动回国准备参加国家建设; 二

是政策诱导型, 民国政府鼓励滞留海外留学生回国, 对留学生进行工作分派, 并实施留学生

资助政策, 对那些无力归国的自费生进行旅费、 生活费资助; 三是制度强制型, 在抗战后期

民国政府大量派遣学生在 1947 年已经期满, 按照留学规定必须回国服务。 同时, 抗战后期

美国和蒋介石关系密切, 美国不仅向蒋介石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还为留美学生学习、 归国

提供便利, 这一阶段智力回流的复合动力及行动类型如表 1 所示。
表 1　 新中国成立之前海外留学归国复合动力及行动类型

时期 行动类型 母国 东道国 第三国

1881 年 制度强制
驱动型

PS: 顽固派势力+ + + +、 公派留
学政策+ + +、 救国情感 +; PF:
政局不稳+、 发展落后+

PR: 美国经济危机、 出台 《 限
制华工条例》 + +; PL: 科学技
术发达、 经济先进+

PA: 科学技术发达、 经
济先进+

1937 年 爱国情绪
驱动型

PS: 国家遭侵, 保家卫国情感+
+++、 政府号召诱导+ + +; PF:
政局不稳+、 发展落后+

PL: 科学技术发达、 经济先进+ PA: 科学技术发达、 经
济先进+

1947 年 多重动力
驱动型

PS: 抗战胜利激发建国热情+ +
+、 政府诱导政策++、 公派留学
制度+++

PR: 中美合作, 美国鼓励留学
生回国++; PL: 科学技术发达、
经济先进+

PA: 科学技术发达、 经
济先进+

　 　 注: PS、 PF、 PR、 PL、 PA 代表力量类型, “ +” 代表力量强度。

2. 新中国前期智力回流: 1949—1977 年

由图 3 所示, 新中国成立前期, 海外智力回流形成了以下两个高潮期。
(1) 政策诱导与爱国双重驱动型回流: 1950 年浪潮。 据统计, 新中国成立时滞留海外

·08·



张　 波: 海外智力回流的复合动力模型与行动类型

图 3　 1949—1977 年中国海外留学归国状况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1981—2019)。
　 　 注: 留学回国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某区域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占到当期内这一区域出国留学人员比

重, 计算公式为: 回国率=某一时期某区域留学归国人数 / 某一时期某区域出国留学人数×100%。

的中国留学生有 5541 名, 其中滞留美国 3500 人、 日本 1200 人、 英国 443 人、 法国 197 人,
同期回国人数为 1144 人[47] 。 这次归国潮的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 由于国内解放战争, 很多

留学生都滞留海外, 新中国成立后, 海外留学生看到民族振兴的希望, 怀着爱国激情, 主动

要求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工作[48] 。 第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百废待兴, 迫切需要大量

掌握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海外智力。 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做出指示, 要求留美进步团体要以

“动员在美国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科技专家回国建设新中国” 为中心任务, 并成立 “办

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 专门制定 《对接济国外留学生返国旅费暂行办法》 等, 形成包

括接济、 自主留学生回归费用、 面对美国截留安排留学生回国、 回国后家庭接待与安置、 回

国后工作协调安排等方面的政策安排[49] 。 第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主动遣送在美留学生

回国, 实施政治上的 “和平演变”, 在朝鲜战争后, 他们感到政策失算, 又开始通过法令禁

止中国留学生离美, 而这一禁令直到 1955 年才得以撤销。
(2) 留学制度强制驱动型回流: 1960 年浪潮。 自 1955 年起, 留学回国人员数量逐步增

加, 直到 1960 年, 新中国第二次归国浪潮才达到顶峰。 1960 年, 海外留学归国人员达到

2217 人, 之后逐年下降。 此次浪潮形成的主要原因除了欧美各国滞留学生陆续回国外, 还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向外大量派遣留学生政策有很大关系。 新中国成立前夕, 中共领导人

毛泽东主席就作出向社会主义苏联 “一边倒” 的重大决策, 在留学政策上, 制定了 “定向、
集中、 大量” 向苏联、 东欧等兄弟友好国家及其他国家学习先进科学和技术的制度[50] 。 据

统计, 1949—1957 年, 中国向苏联等国派遣留学生 7075 人, 其中研究生 1331 人、 大学生

5744 人。 从年份来看, 1950 年中国仅派出 35 名留学生, 1954 年达到 1518 名, 到 1956 年派

遣留学生数量达到顶峰, 为 2401 名[47] 。 如果按照研究生学习期为 3 年, 大学生学习期为 5
年, 平均学习年限以 4 年计算, 那么到 1960 年, 正好是中国派遣出国留学生的归国年。 事

实上, 新中国第二波归国浪潮远超第一波, 而且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留学政策直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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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生的。
这一阶段智力回流的复合动力及行动类型如表 2 所示。

表 2　 新中国成立前期海外留学归国复合动力及行动类型
时期 行动类型 母国 东道国 第三国

1950 年 政府诱导与
爱国驱动型

PS: 新中国成立激发建国热情+
++、 政府诱导政策+++、 建国人
才需求++; PF: 发展落后+

PR: 美国遣送在美留学生回国+
++; PL: 科学技术发达、 经济
先进+

PA: 科学技术发达、
经济先进+

1960 年 制度强制
驱动型

PS: 公派留学制度+ + + +、 政府
诱导政策++; PF: 发展落后+

PR: 美国禁令解除+ +; PL: 科
学技术发达、 经济先进+

PA: 科学技术发达、
经济先进+

　 　 注: PS、 PF、 PR、 PL、 PA 代表力量类型, “ +” 代表力量强度。

3. 改革开放以来智力回流: 1978 年至今

1978 年以来, 中国留学归国人员总体上处于增长态势。 但由图 4 可知, 这段时间并非

处于稳步增长, 由于不同时间节点国家留学政策、 政治变动、 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留学归国人员数量也出现一些波动, 并形成各种大小不同的峰值。

图 4　 1978—2018 年中国海外留学归国状况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1981—2019)。
　 　 注: 留学回国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某区域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占到当期内这一区域出国留学人员比重,
计算公式为: 回国率=某一时期某区域留学归国人数 / 某一时期某区域出国留学人数×100%; lg ( N_ ros)
是指留学归国人数的对数。

(1) 留学制度强制驱动型回流: 1984 年和 1988 年浪潮。 1984 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海

外智力回流的小高潮, 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公派留学政策。 1978 年之后,
中国改革开放面临大量人才需求, 中央政府实施了 “抓紧时机、 积极选派、 广开渠道、 力

争多派、 科技为主、 兼顾其他” 的留学政策, 向国外派遣的留学人数不断攀升, 而且扩大

自费留学比重, 在政治待遇上与公费生一视同仁[50] 。 从数据来看, 1978 年中国办理留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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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860 人, 到 1979 年增长到 1777 人, 1981 年更是达到 2922 人。 按照 《关于做好留学人

员回国工作通知》, 进修人员学习期限为 1—2 年, 一般不攻读学位, 不得更改研究生和延

长期限[51] 。 所以从 1981 年开始, 留学归国人员持续增多, 1984 年正好达到了 2920 人, 与

1981 年送出的留学人员数量基本相当。 可见, 在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留学生归国率还是相

对较高的, 特别是很多进修人员出国到期后都能够及时回国为国服务。
1984 年之后, 虽然中国派出留学人员数量不断增多, 但是归国人员数量不断下降, 到

1986 年降至 1388 人。 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自费留学人员不断增多, 这些留学生回国积

极性普遍不高。 根据当时驻美使馆教育处对美国两年内即将毕业的博士留学生的调查, 其中

仅有 15%的学生打算毕业后立即回国工作, 有 69. 3%的学生打算在美国做 “博士后”, 还有

15. 7%的没有任何打算[51] 。 因此, 1986 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 《关于出国留学人员

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 (国发 〔1986〕 107 号) 的通知, 明确要求与公派留学生签订 “出国

留学协议书”, 同时实施包括建立博士后工作站、 争取留学博士回国、 控制公派留学人员规

模以及对按期回国留学生给予宣传表扬等政策。 这些激励政策在 1988 年收到了显著成效,
直接促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海外留学归国的第二个峰值。

(2) 留学政策诱导型回流: 1993 年浪潮。 1988 年之后, 中国留学出国人数和留学归国

人数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而且中国也开始控制出国留学规模, 包括对自费留学生收取高

等教育培养费、 对公派留学生实行 “精选精派、 定向定人、 力争保质保回”。 1992 年, 中国

留学政策出现了巨大转变, 邓小平在 1 月考察珠海留学人员高科技企业时亲自号召出国留学

人员无论政治态度如何都可以回国进行妥善安置。 同年 10 月, 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党代会

报告中提出 “来去自由”, 实际上实施了 “支持留学、 鼓励回国、 来去自由” 的留学政策。
这一政策在 1993 年 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正式确立, 并开始制定各种诱导型政策鼓励

留学人员回国工作, 如 1992 年教育部制定了 《资助留学人员回国到非教育系统工作的暂行

办法》 [52] 。 1992 年开始, 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和归国人数都明显增加, 分别比 1991 年增加了

126%和 75%, 其中归国人员由 1991 年的 2069 人增加到 1992 年的 3611 人。 到 1993 年, 留

学归国人员总数达到这段时期的一个小高峰, 人数增长至 5128 人。
(3) 多重因素驱动型回流: 2002 年之后。 2000 年留学归国人员增速突然加快, 从 1999

年的 5%提高到 2000 年的 18%, 2001 年提升至 34%, 2002 年留学归国人员增长速度和总量

均达到一个峰值, 分别为 47%和 17945 人。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以来, 政府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加大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吸引力度, 逐渐改变长期以来人才外流

现象, 开创了中国海外留学归国的新时代, 掀起了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外智力归国潮。
与之前所不同的是, 2002 年之后海外智力回流决策中行动者主体意识更强, 表现出的

驱动因素更为多元化, 其中, 经济驱动型回流是关键性动因。 2000 年之后, 很多西方东道

国在经历 1998 年、 2008 年两次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较慢、 经济增长乏力、 就业形势紧张,
对海外智力表现出了明显的斥力。 与东道国相比, 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 较快的经济增

长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 工资收入增加, 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 党和国家对

人才的渴求度增强。 由于海外智力的稀缺性和高端性, 很多回流智力回国后所获得的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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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和工作机会远高于东道国, 由此, 母国表现出了强大吸引力。 多项实证研究都证实, 经济

发展、 科技进步、 就业机会增多、 工资水平增长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海外智力回流的关键因

素[7] 。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 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对海外智力回流产生持续正向效应, 海外

人才回流政策也对智力回流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53] 。 由此可见, 这一时期海外智力回流

同时还受到我国政策、 制度、 家庭等因素的影响。
具体而言, 2002 年之后由于我国持续执行 “来去自由” 的留学政策, 吸引海外智力回

流的政策、 制度都表现出较强的诱导性和激励性。 其一, 国家和地方海外人才激励政策驱

动。 为了吸引海外留学人才, 中国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留学生回国服务的政策文件, 包括

2001 年出台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 系统的归国留学人员为国服务的宏观指导性文件 《关于

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方式为国服务的若干意见》、 2002 年教育部制定 《关于吸引国外留

学人员为西部服务、 支持西部建设有关工作的函》 等。 同时, 中国一些发达城市开始大力

吸引海外人才回国, 比如上海市 2001 年实施 “千人回国” 留学人员工程, 计划用 3 年时间

吸引 1000 名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回归, 同时全国开始建设留学人员创业园, 这在其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其二, 出入境便利化制度改革。 2001 年 12 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

国政策的开放度、 自由度明显增加,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 中国实施了更为便利化的签证制度

和永久居留制度改革, 为海外智力回流提供了更多便利。 其三,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长期对

外奉行和平稳定的政治政策, 对内实行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提供了一个更为稳

定、 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
此外, 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很多海外智力在国内的家人、 亲戚、 朋友等生活质量

不断提高, 且早期海外回流智力在国内获得了巨大发展机会和经济报酬, 亲属、 朋友网络的

诱导驱动海外智力回流。 还有一些海外智力仍然遵从着老一辈留学生所持有的 “留学报国”
理想, 拥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 学成后义无反顾回归祖国发展。 这些都为他们的回

流提供了更强的动力机制, 共同影响着海外智力的回流决定。 具体来说, 这一阶段海外智力

回流的复合动力及行动类型详见表 3。
表 3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留学归国复合动力及行动类型

时期 行动类型 母国 东道国 第三国

1984 年 制度强制驱动型 PS: 公派留学制度++++、 改革开
放人才需求++; PF: 发展落后+

PL: 东道国政策诱导 + +、
科学技术发达、 经济先进+

PA: 科 学 技 术 发
达、 经济先进+

1988 年 制度强制驱动型 PS: 公派留学制度++++、 政府诱
导回国+++、 改革开放人才需求+
+; PF: 发展落后+

PL: 东道国政策诱导 + +、
科学技术发达、 经济先进+

PA: 科 学 技 术 发
达、 经济先进+

1993 年 留学政策诱导型 PS: 留学政策诱导+++、 政府诱导
回国政策+ +、 经济发展迅速+ +、
人才需求量大+ +; PF: 环境污染
+、 发展落后+

PL: 东道国政策诱导 + +、
科学技术发达、 经济先进+

PA: 第三国政策诱
导+ +、 科学技术发
达、 经济先进+

2002 年之后 多重因素驱动型 PS: 经济发展迅速+ + + + +、 政府
诱导回国政策+++、 人才需求量大
++、 国内生活质量提高+ +、 收入
增加++、 政治环境稳定+; PF: 环
境污染+

PF: 金融危机经济增长乏
力+ +、 就业困难 + +; PL:
东道国政策诱导 + +、 生活
品质高+

PL: 第三国政策诱
导 + +、 生 活 品 质
高+

　 　 注: PS、 PF、 PR、 PL、 PA 代表力量类型, “ +” 代表力量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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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讨论

作为一个行动者, 在面对来自东道国的粘力和斥力、 母国的拉力和推力, 甚至是第三国

的吸力时, 智力迁移者作出理性的回流决策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不仅影响决策的动力来源和

动力方向表现为多样性, 而且动力作用机制也是多元化的。 既有经济驱动力 (包括工资水

平、 就业机会、 经济前景、 购买力等), 也涉及制度、 网络、 文化、 生命周期等驱动力。 作

为理性行动者, 智力迁移人员的回流决定主要是因为他们明确感受到了来自母国的拉力

(PS-PR), 或者来自母国的拉力明显强于来自东道国的粘力 (PS>PL)。 本文认为, 智力行

动的最终回流决策事实上并不都是经济理性行为, 还包括制度强制驱动型、 政策诱导型、 移

民网络驱动型、 文化价值驱动型等。 本文以中国留学生回流历史为样本, 分析不同发展阶

段智力回流的主要动机和行动类型, 研究发现, 在长达 170 多年的中国海归史中, 海归

们的回流动机表现是多元化的, 并且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行动类型, 具有明显

的政治性、 社会性和复合性, 其中在限制性流动阶段, 海归回流是以制度强制驱动型为

主; 在自由流动阶段, 海归回流动力来源表现得更为多元, 包括经济驱动型、 政策诱导

型甚至爱国驱动型等。
长期以来, 作为人才的主要输出国之一, 21 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利用快

速经济发展带来的更好就业机会、 更优厚待遇、 更大国内市场、 更多创新创业机会、 更便利

的出入境政策等吸引了大量海外智力回流[54] 。 但是, 中国并未吸引到海外一流智力迁移者

回流, 这是因为这类行动者受到了来自东道国, 甚至是第三国强大的吸力, 而国内的经济、
文化、 创新创业环境难以对其形成强大拉力[6] 。 本文的最大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分析智力回

流的动力内容与行动类型的多元化, 认为海外智力回流不仅以经济驱动力为主, 同时还受到

政策、 制度、 爱国情感、 婚姻家庭等多重动力影响。
对于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期的中国, 在未来很

长一段时间里, 吸引海外智力回流都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战略性任务, 特

别是要吸引海外一流华裔智力回流。 事实上, 当前中国正处于吸引海外智力回流的巨大机遇

期。 有研究表明, 虽然国际移民制度总体趋于自由化, 但是个别国家却趋于严格限制[55] 。
以美国为例, 作为长期以来国际智力的主要接收国, 美国政府最近的限制性移民制度给海外

智力的长期滞留带来更多挑战, 很多国际学生以前感受到的包容性移民政策逐渐消失, 代之

而来的是更多的日常排斥和种族歧视[56] 。 而且当前新冠疫情病毒的全球蔓延给世界主要经

济体带来巨大挑战、 海外种族矛盾突出, 中国需要把握较早实现疫情控制和经济平稳恢复的

良好局面, 以更大的力度吸引海外一流智力回流, 为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首

先, 中国应该持续大力发展经济, 增加科技创新投入, 提升海外智力回流的经济收益, 这是

推动海外智力回流决定的根本驱动力。 其次, 海外智力回流收益不仅包括经济性收益, 还包

括社会性收益、 心理性收益等。 所以, 在制定吸引海外智力回流政策时, 我们需要尊重高端

人才的规律性, 在优化人才生态环境方面努力, 破解海外智力回流再适应的难题, 实现海外

智力引得来、 留得住、 用得好, 尽量减少海外智力回流后的 “返流现象”。 因为过多的 “返

流现象” 会在海外智力群体中引起 “扩散”, 影响一流海外智力的回流决策。 再次, 海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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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回流政策不仅是在他们学成毕业或者事业有成之后, 而是需要在智力行动者出国前以及留

学过程中进行制定, 比如爱国情感和政治认同感的培养、 婚姻家庭生活照料等。 总之, 吸引

一流海外智力回流是多重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需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 市场组织、 社

会组织等各类主体共同努力, 本文谨以留学生归国历史样本作尝试性探讨, 以期未来有更多

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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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various sources and directions of driving forces that influence the decision-
making of intellectual actors to return, including the stickiness and repulsion from the host country, 

the pull and thrust of the home country, and even the attraction of a third country.  Moreover, the 

dynamic mechanism is also diversified, including economic driving forces ( including wage leve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economic prospects, purchasing power, etc. ), and also involves systems 

and networks, culture and life cycle.  As rational actors, the return decision of intellectual migrants 

is mainly because they clearly feel the pulling force from the home country (PS-PR), or the pulling 

force from the home country is obviously stronger than the sticking force from the host country 

(PS>PL).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final return decision-making of intellectual 

action is not all economically rational action, but also involves socially rational actiones such as 

system-enforced, policy-induced, immigration network-driven, cultural value-driven and other social 

rational actions.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motivation and action types of intellectual 

backflow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by taking the return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as 

the sampl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turn motives of the returnees are diversified  in the 170 years 

of Chinese returnees’  history, and they show different action type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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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are obviously political, social and complexity.  In the restricted flow stage, the return of 

returnees is mainly driven by institutional compulsion; in the free flow stage, the driving sources of 

returnees’  return are more diversified, including economic-driven, policy-induced and even 

patriotic emotion-driven.  

Keywords: overseas students; reflux motivation; dynamic model; action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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